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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角色、群体互动

与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决策∗

刁大明

　 　 【内容提要】 　 随着美国的仓促撤军，阿富汗战争宣告结束。 在过去近 ２０ 年中，
分属两党的四任美国总统及其决策团队共同导致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困境。 截然不同

的总统及其团队在不同时间节点所做出的决策很难用小集团思维全部解释，其中的差

异性因素需要进一步深究。 在总统角色—群体互动分析框架下，总统及其团队在经

验、忠诚度等维度上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群体互动，导致小集团思维、多元思维或其

他非典型思维模型，产出相应决策结果。 通过对四个决策个案的研究发现，四任总统

的决策过程并非全都陷入小集团思维。 不同经验与偏好的四任总统及其所决定的具

有不同经验和忠诚度的团队先后形成了“导师团队” “对手团队” “合伙人团队”以及

“助手团队”四类非制度化的群体互动，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模型与决策结果。 人事即

决策，总统依照个人风格与政治需求所决定的团队构成一定程度上设定了未来决策的

生态与方向。 基于总统制的纽带作用，美国国内政治发展也正在明显牵动其对外政策

的选择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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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塔利班快速占领喀布尔、取代加尼政府并

控制阿富汗绝大部分地区。 这一事态发展很快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其国力有限性乃

至霸权终结的激烈讨论。 关于拜登及其团队决策失误、失职的批评与指责不绝于耳。

客观而言，虽然拜登对阿富汗战争的立场广为人知，但相对熟悉外交事务的他做出如

此争议性决策仍令人意外。 对此，较具代表性的解释即小集团思维（ｇｒｏｕｐｔｈｉｎｋ）。①

虽然小集团思维并非必定失败，但还是更多与冲突升级、灾难及“泥潭”等联系起

来。 对于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已超越南战争的阿富汗战争“泥潭”而言，小集团思维

似乎成了理所应当的解释。 小集团思维广泛的适用性背后蕴含着一个关键问题：过去

２０ 年中分属两党的四任总统及其团队截然不同，其阿富汗战争决策是否真的不约而

同地陷入了小集团思维？ 如果不是，又是哪些差异性因素塑造了不同的决策过程与结

果？ 基于对四任总统及其团队阿富汗战争决策的梳理与剖析，本文尝试回答上述问

题，以期丰富对当前美国对外决策的理解。

二　 关于群体决策的研究回顾

决策过程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关键环节。 由于行政权的相对主动性、信息

丰富性以及专业度，美国总统及其团队在决策过程中更具优势，这一点值得关注。②

该维度最具影响的研究即欧文·Ｌ．贾尼斯（Ｉｒｖｉｎｇ Ｌ． Ｊａｎｉｓ）从社会心理的群体动力学

出发建构的小集团思维模型。

在贾尼斯看来，小集团思维即“当人们深陷一个内聚的团体时，团体成员对团结

一致的追求取代了他们对不同行动步骤进行客观评估的动机”。③ 其前提要素为内聚

力、结构缺陷以及刺激情境，其中内聚力是决策成败的主因，后两者则是其先决条

件。④ 同时，小集团思维会呈现出高估自身实力和道德、封闭保守以及有压力寻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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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等表征。① 自小集团思维被提出以来，除所依据的历史个案被指有事实出入外，其

前提要素也被证明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问题：内聚力受限于领导力与群体规模，进而组

织缺陷与程序等结构要素反而更有预测力。② 也有研究基于 ６４ 个四人小组试验，得

出只在少数情况下才能验证小集团思维的结论。③

在现实中，小集团思维也存在适用性问题，即群体内部可能存在不同立场且内聚

力不足以形成放弃各自立场的压力。④ 针对这种情景，亚历克斯·明茨（Ａｌｅｘ Ｍｉｎｔｚ）

和卡莉·韦恩（Ｃａｒｌｙ Ｗａｙｎｅ）提出了多元思维（ｐｏｌｙｔｈｉｎｋ）模型。 其前提要素包括制度

化的“地盘战争”，不同诉求，不同风格、人际关系、理念乃至信仰与世界观，专家与新

手互动及其不确定性，领导者为保持公正、防止小集团思维或信息外泄而不要求追随

者认同。 同时，多元思维的表征也更为复杂，包括内部冲突、信息外泄、混乱且缺乏沟

通、基于偏见或选择性信息的“框架效果”、接受“最小公分母”立场、陷入瘫痪而难以

阻止潜在危机或接受次优选择、政策评估有限以及拒绝重新考虑已否决选项。⑤ 比较

而言，小集团思维和多元思维之间的根本差异还是内聚力。 如果内聚力较强，则群体

内部维护一致性、阻碍发散开放思考，困于小集团思维并导致决策失败；⑥如果内聚力

较弱，则群体内部分歧难以弥合，形成多元思维并可能选择次优决策或决策失败。

以美国总统及其团队的对外决策作为基础案例，小集团思维和多元思维都承认一

个明确的既定条件，即总统角色。 在小集团思维中，如果总统主导，其决策过程即强化

总统立场，决策结果即总统立场；如果总统不主导，而是由总统支持的某个团队成员主

导，其决策结果即得到总统支持的成员立场，否则小集团思维就无法成立。 在多元思

维中，总统可能并不要求成员完全顺从，但如果总统不充当平衡妥协者而是坚持某种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欧文·Ｌ．贾尼斯：《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第 １９１—１９２ 页。
Ｍａｒｃｅｌｉｎｅ Ｂ． Ｒ． Ｋｒｏｏｎ， Ｐａｕｌｔ 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Ｄｉｋ ｖａｎ Ｋｒｅｖｅｌ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２， Ｎｏ．２， １９９１， ｐｐ．９１－１１５； Ｍａｒｋ Ｓｃｈａｆｅｒ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 Ｃｒｉｃｈｌ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ｕｔｃｏｍ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Ｇｒｏｕｐｔｈｉｎ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４６，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０２， ｐｐ．４５－６８； Ｂｒｉａｎ Ｍｕｌｌｅｎ， ｅｔ 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ｈｅ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ｔｈｉｎｋ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２， １９９４， ｐｐ．１８９－２０４．

Ｗｏｎ⁃Ｗｏｏ Ｐａｒｋ，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ｔｈｉｎｋ Ｍｏｄ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Ｖｏｌ．２１， Ｉｓｓｕｅ ８， ２０００， ｐｐ．８７３－８８７．

Ａｌｅｘ Ｍｉｎｔｚ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ｙ Ｗａｙ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ｔｈｉｎｋ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Ｅｌｉｔｅ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７， Ｉｓｓｕｅ Ｓ１， ２０１６， ｐｐ．３－２１．

Ａｌｅｘ Ｍｉｎｔｚ ａｎｄ Ｃａｒｌｙ Ｗａｙｎ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ｔｈｉｎｋ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９ ／ １１， Ａｆｇｈａｎｉ⁃
ｓｔａｎ， Ｉｒａｑ， Ｉｒａ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ＳＩ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ｐｐ．１２－１６．

Ｓｔｅｖｅ Ｓｍｉｔｈ， “Ｇｒｏｕｐｔｈｉ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ｓｔａｇｅ Ｒｅｓｃｕ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５，
Ｉｓｓｕｅ １， １９８５， ｐｐ．１１７－１２３．



立场，多元思维极易转为小集团思维。 相关研究也发现，在沃尔特·罗斯托（Ｗａｌｔ
Ｒｏｓｔｏｗ）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越南战争决策中的小集团思维就与时任总统

林登·约翰逊（Ｌｙｎｄ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的个人风格密切关联。① 近年来，美国总统权力的上

升也增加了小集团思维导致决策失败的概率。② 由此可见，总统在群体决策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思维模型。 总统的权力源自美国联邦宪法，但在某

个具体决策中，总统为何有时主导有时又选择平衡妥协？ 这些差异性显然不是固化的

宪政权力所决定的。
关于总统对决策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决策主体与决策群体之间的互动。

戴维·米切尔（Ｄａｖｉｄ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指出，总统是否在咨询与决策中占据中心地位至关重

要，而决定地位的因素是其能否控制信息、咨询与程序。③ 保罗·科沃特（Ｐａｕｌ Ａ．
Ｋｏｗｅｒｔ）具体讨论了总统的学习风格及其团队的结构。 在总统学习风格开放但团队结

构封闭时，决策过程会信息不足、陷入小集团思维；在总统学习风格封闭但团队结构开

放时，决策过程会信息过载、陷入僵局。④ 沈本秋的研究则强调总统控制性与外交知

识等因素：总统控制性强且外交知识丰富时更易出现小集团思维；总统控制性强但外

交知识不足时更多出现官僚政治；总统控制性弱但外交知识丰富时更易出现理性行

为；总统控制性弱且外交知识不足时也更易导致官僚政治。⑤

上述研究虽各有侧重，但都将总统自身因素及其在群体中的作用界定为影响决策

的关键维度，在具体逻辑和操作上仍有待完善。 第一，对总统自身因素的界定不明确。
学习风格和外交知识都相对模糊，特别是在针对某一具体政策议题时更难界定。 前者

只能测量总统在具体议题上是否愿意了解更多信息，后者难以区别外交知识所涉及的

是整体外交还是某个具体领域。 第二，对总统在决策中作用的界定不明确。 团队结构

虽然能体现总统决定权和管理权的重要性，但不能准确界定总统在决策中的作用与地

位。 同样，控制性强弱的两分法也不能全面描述总统的角色，如总统的控制性强是否

意味着主导地位、总统的平衡妥协者状态是控制性强还是控制性弱的表现都没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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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须视情况而定。 第三，对决策群体内部互动及其作用关注不足。 虽然决策主体

影响群体决策过程、思维模型及决策结果的机制等议题值得关注，但由决策主体所决

定的决策群体在相对固化、形成相对稳定的组织之后，也会在某时间段内以及在某些

议题上对决策主体构成一定影响，从而形成互构。 如在总统主导下，其与团队共同形

成的小集团思维将强化其主导地位和立场；反之，群体会否或多大程度上形成碎片化

的多元思维也将影响总统的角色及其立场的推进。

三　 总统角色与群体互动

基于既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本文尝试搭建一个聚焦于总统角色—群体互动的分

析框架，该框架将沿着总统个人角色以及由总统塑造并参与的群体互动两个层次展

开。 作为对外决策分析中个人层次与组织层次的交叉与混合，该框架强调总统个人对

群体互动的作用以及群体互动对总统的反作用。 虽然强调总统个人作用，但这种作用

是通过群体决策过程实现的，并非全然是个人层次分析。 同时，由总统塑造并参与的

群体内部互动同样重要，组织层次上仍体现为小集团思维和多元思维等模型。 该框架

与忽视总统核心作用的官僚政治或追求标准化的政府运行存在明显区别。

（一）总统角色

总统角色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总统个人的经验，特别是在具体对外政策议题上

的经验与认知；二是总统对决策群体构成的人事权。

经验与认知无疑是总统决策的关键起点。 一方面，总统在具体对外政策议题上形

成认知的基础是其个人的实地访问经历或直接参与相关决策而形成的第一手经验。

必须指出，现场目睹和亲身经历往往影响极大，而直接参与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比仅经

历该事件或政策更大。① 另一方面，总统在具体对外政策议题上的认知与立场也可以

在政治利益或动机驱动下通过对特定信息的学习和接受先入为主地形成。 当然，基于

亲身经验的认知往往更难被改变、在有条件时还将塑造他人；缺乏丰富经验和亲身经

历的认知更容易被塑造和改变。 因而，总统对相关议题的认知与立场是否基于充分的

经历与经验，将决定总统能否有效构建并监督团队以及能否有效收集信息并形成决策

偏好，这是经验再丰富的团队也无法替代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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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人事权同样至关重要。 如果总统想要行使权力、避免只当个“办事员”，就

必须自己决定依靠谁来提出政策建议。① 一般而言，总统面对四类人选：一是“忠诚者

（ｌｏｙａｌｉｓｔｓ）”，即总统竞选团队成员或以往助手，与总统关系密切、立场相同，对总统忠

诚；二是“全明星（ａｌｌ⁃ｓｔａｒｓ）”，即颇具经验与影响力的重量级或领袖级精英，与总统可

能没有密切联系、未必支持总统议程，但可以强化团队影响或平衡各方利益；三是“贤

能（ｗｏｒｔｈｉｅｓ）”，即在某领域内经验丰富、具有专业判断与管理能力的专才，与总统可能

也没有密切联系，旨在体现专业度、有助于跨党合作；四是“留任者（ｈｏｌｄｏｖｅｒｓ）”，即为

确保重大政策的延续性而留任的过渡性人物，多数与总统毫无联系甚至政见相左。②

上述分类说明，总统选择人选时至少有两大考量：一是群体内忠诚度的平衡。 一

般而言，总统会任用“忠诚者”，也会因个人偏好、执政需要以及政治诉求等采取不同

组合。 总统对群体总体忠诚度的设定事实上也框定了其自身地位。 为平衡不同利益

诉求、提升政府影响力或保持某些重大政策的延续，总统完全可能安排毫无忠诚度的

人选出任关键职位，这不但降低了群体的总体忠诚度，也可能将自身地位从主导者转

为平衡者。 值得注意的是，“全明星” “贤能” “留任者”与“忠诚者”并非完全没有交

集，前三者也可能出于某些特定原因与总统保持或发展出密切联系、形成信任与认同，

从而确保总统主导地位。

二是专业度与经验的平衡。 专业度显然是总统对人选的基本要求。 以此为基础，

总统需要从经验丰富者与经验相对缺乏者中做出选择，其关键在于总统自身的经验

度。 经验丰富的总统往往选择余地更大，即便选择经验相对缺乏的专业人选，也会因

为自身的经验保障而不会遭遇太多非议。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忠诚”即总统能否保

持主导地位可能更为重要。 相比较而言，经验相对缺乏的总统往往更倾向选择经验丰

富的专业人士，以确保决策群体的专业度和可信度。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忠诚度不高

的“全明星”“贤能”或“留任者”也可以被考虑。 这意味着总统基本上也是基于个人

因素来决定决策群体的总体经验状况。

（二）群体互动

群体互动即总统及其团队成员在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关系，这是左右决策的关键因

素。 群体互动不仅仅是基于总统、内阁以及白宫办事机构等相关职位设置的制度化互

动，也体现为包括总统在内的团队内部基于私人关系、个人经历、立场乃至价值观等非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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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因素而形成的非制度化互动。 群体互动确定了不同成员在决策过程中的不同

作用，其中基于个人关系的互动尤为关键。① 总统虽然决定了团队成员的制度化职

位，但决策过程并不仅仅是“位置决定立场”或“位置决定影响力”那么简单。② 事实

上，从小布什政府“战争内阁”到奥巴马政府“对手团队”再到特朗普政府“商人治国”

“家人治国”“军人治国”等倾向，其中群体互动的逻辑都并非完全制度化。 在总统主

导时，群体互动将决定决策过程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强化总统角色；在总统处于

平衡甚至被塑造状态时，群体互动就成为塑造决策过程的主线。

不同总统与群体的组合可以导致不同的思维模型（见表 １）。 一方面，群体总体忠

诚度高，则总统主导地位得以保持，群体内部趋于一致，其决策过程就将呈现出小集团

思维。 具体而言，在总统自身经验和群体总体经验皆丰富时，其小集团思维就是团队成

表 １　 总统角色—群体互动分析框架下美国对外决策的思维模型

总统 群体

个人经验 总体忠诚度 总体经验
群体互动 思维模型

丰富

高

低

丰富

缺乏

丰富

缺乏

总统主导 ／群体内部一致
小集团思维（对总统立场有
一定塑造）

总统主导 ／群体内部一致 小集团思维（强化总统立场）

总统平衡 ／群体内部妥协 多元思维

总统偏向某一立场 ／群体
内部最终趋于一致

从多元思维到小集团思维
（对总统立场有一定塑造）

总统立场明确 ／群体内部
无序

非典型思维

缺乏

高

低

丰富

缺乏

丰富

缺乏

总统形式上主导并偏向某
一立场 ／群体内部一致

变相的小集团思维（强化总
统支持的立场）

总统主导 ／群体内部一致 小集团思维（强化总统立场）

总统平衡 ／群体内部妥协 多元思维

总统偏向某一立场 ／群体
内部妥协或内部趋于一致

多元思维 ／变相的小集团思
维（强化总统支持的立场）

总统立场犹疑 ／群体内部
无序

非典型思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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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总统立场总体支持并提出某些微调或修正的过程。 在总统自身经验丰富但群体

总体经验缺乏时，将形成强化总统立场的典型的小集团思维。 在总统自身经验缺乏但

群体经验丰富时，总统更可能在形式上主导，并偏向支持团队内部某一或某些与其关

系密切的经验丰富者的立场，进而小集团思维所强化的就是总统所支持的特定成员的

立场，呈现出一种变相的小集团思维。 而在总统自身和群体总体经验皆缺乏时，由于

总统的制度化地位，决策过程也容易形成小集团思维。

另一方面，群体总体忠诚度低，则总统主导地位难以保持，但总统所面对的群体通

常应该是总体经验丰富的，此时要进一步考察总统的实际角色。 如果总统是平衡者，

那么决策过程将呈现多元思维。 如果总统强烈且彻底地偏向支持某一立场，那么就要

考察总统自身的经验是否丰富到足以确保其支持立场的地位。 如果总统经验丰富，决

策过程一开始可能呈现出多元思维色彩，但最后还是会以总统所支持的特定成员或立

场的胜利告终，即转换为变相的小集团思维；如果总统经验相对缺乏且自身不具备主

导地位，其偏向支持立场虽然是一种选项，但最终可能维持多元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群体总体忠诚度低即总统主导地位难以保持且群体总体经验又缺

乏的组合超越了美国总统政治的基本规律。 当总统经验相对丰富时，群体互动最可能

表现为总统立场明确但群体内部无序而形成非典型的思维模型；当总统经验缺乏时，

则是总统立场犹疑、群体内部无序的非典型表现。

图 １ 展示了总统角色—群体互动分析框架下的决策全过程，形成一个符合美国总

统政治决策现实与动态的分析路径。 总体而言，不同类型总统与团队的搭配组合形成

不同的群体互动，导致不同的思维模型，并产出相应的决策结果。

图 １　 总统角色—群体互动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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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四任美国总统及其团队的阿富汗战争决策

面对阿富汗战争这一不可回避的重大议题，四任总统先后做出了多个具有关键影

响的决策。 为确保客观与平衡，本文将考察新当选总统及其新就位团队的首次阿富汗

战争决策，即小布什政府 ２００１ 年战争决策、奥巴马政府 ２００９ 年增兵并同步公布撤军

计划决策、特朗普政府 ２０１７ 年增兵决策以及拜登政府 ２０２１ 年限时全面撤军决策。

（一）小布什政府战争决策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小布什及其外交安全团队在戴维营召开会议。 基于“９·１１”

事件为“基地”组织所为、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为“基地”组织提供藏身地等判断，小布什

及其团队当天就完成了打击“基地”组织、推翻塔利班的阿富汗战争决策。①

从总统个人看，决策过程基本上是小布什听取、接受并强化建议的过程。 一方面，

小布什虽有州长的从政经验，但不谙国际事务且担心战争的潜在影响。 小布什对其父

老布什赢得海湾战争却连任失败的“耻辱”印象极深，誓言“绝不重蹈覆辙”。② 会后，

小布什曾向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Ｃｏｎｄｏｌｅｅｚｚａ Ｒｉｃｅ）表达过对

战争走向的担忧。③ 另一方面，小布什在程序上主导了决策全程。 外界观察认为，小

布什在会前已下决心，但仍想先听取意见，以避免草率决策。④ 小布什也声称“火花四

溅”的争论能让他理清思路。⑤ 必须看到，小布什的自述显然强调了自身主导作用，映

射出凸显独立性的心理需求。 但事实上，小布什所面对的选项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唯

一性，他已别无选择。 小布什当然不是“傀儡”，但其立场也明显被团队强化。

从总统决定的团队构成看，虽存在分歧，但主流意见相对趋同并最终达成一致。

小布什团队成员大都曾在老布什政府或往届共和党政府中任职，经验丰富但有派系之

分：副总统迪克·切尼（Ｄｉｃｋ Ｃｈｅｎｅｙ）与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Ｄｏｎａｌｄ

Ｒｕｍｓｆｅｌｄ）属于民族主义派，国防部副防长保罗·沃尔福威茨（Ｐａｕｌ Ｗｏｌｆｏｗｉｔｚ）代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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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派，国务卿科林·鲍威尔（Ｃｏｌｉｎ Ｐｏｗｅｌｌ）则是国际主义派。① 在决策中，各派

在动武上无异议，但在打击目标上存在争论。 拉姆斯菲尔德及其授意的沃尔福威茨提

议“对付伊拉克是反恐议程中的重要事项”。② 沃尔福威茨指出，“伊拉克的重要性大

于阿富汗”；阿富汗发展水平低、可打击目标少，并非开战“理想之地”。③ 拉姆斯菲尔

德也强调伊拉克长期被列入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④ 对此，鲍威尔、赖斯以及时任

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Ａｎｄｒｅｗ Ｃａｒｄ）等以师出无名、瓦解盟友共识为由强烈

反对。⑤

面对分歧，切尼充当了仅次于总统的“准最终决策者”。 一方面，切尼提前做了准

备。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晚，他邀请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和赖斯餐叙。 按照赖斯回忆，

这次商议确认了发兵阿富汗的决策方向，并对总统关切做了整理。⑥ 另一方面，切尼在

决策会议最后发言时回应了分歧，“为了防止恐怖分子的攻击，我们需要先发制人地找出

其藏身之所”，⑦“萨达姆是我们的威胁……但现在不是应对伊拉克的好时候”。⑧

从包括总统在内的团队互动看，小布什既倚重切尼等资深成员，又希望维持个人

影响。 这主要出于三方面原因。 第一，缺乏经验的小布什更容易接受资深成员的建

议，但也心存疑虑，担心这些人用“反恐战争”偿还海湾战争的“旧账”。⑨ 第二，小布什

起初不支持打击伊拉克，但随后被说服并转而全面接受。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小布什

听取了沃尔福威茨打击伊拉克的具体想法，并称之为“富有想象力”。 次日，小布什

告知赖斯“将来一定会应对这个问题”。 在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下旬规划阿富汗作战计划

时，小布什就要求国防部提供出兵伊拉克的方案。 联系到“应对伊拉克威胁固然重

要，但要等到我们制订有效计划推翻塔利班、摧毁‘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老巢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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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观点，①切尼通过压制分歧维持了共识，最终还是劝说总统将伊拉克设定为下一个

目标。 第三，小布什对团队成员有亲疏之分，致使获取信息失衡。 对切尼等人保持尊

重并维持沟通的同时，小布什显然青睐资历相对较浅的赖斯，只听取后者的私下建议。

返回白宫后，小布什还专门询问赖斯意见，后者重复了“对阿富汗开战如箭在弦”等立

场。② 同时，由于原本没有私交且受切尼等人影响，小布什与鲍威尔相对疏远。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小布什曾向赖斯、拉姆斯菲尔德等人强调准备出兵伊拉克，却未告知鲍威尔。③

上述过程是小布什及其倚重的切尼主导完成的，构成了变相的小集团思维。 凭借

意志、经验、技巧及同各方的关系，切尼在群体互动中发挥了平衡不同立场、推进最终

决策的关键作用。④

小布什虽然缺乏相关经验，但其面对着资深且富有经验的团队，这也决定了切尼

等人的关键地位。 在群体构成及其互动方面，小布什团队基本上由“忠诚者”和“全明

星”构成：前者如赖斯等参与总统竞选团队或与总统关系密切的成员；后者则是切尼、

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等曾在往届共和党政府担任要职并具有知名度与影响力的资

深者，他们强化了小布什政府的政党传统、淡化了经验不足的欠缺。 当然，由于与老布

什家族的联系，“全明星”成员大都对小布什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忠诚”。 加上相对于

小布什而言在经验、认知与资历上的“优势”，“全明星”成员的存在颇有“托孤护主”

的色彩，形成了“导师团队”的非制度化互动。

比较而言，“导师团队”虽然经验丰富，但并不意味着对阿富汗有充分了解，这些

“火神派（ｖｕｌｃａｎｓ）”资深成员旧有的关于中东的固化经验与认知反而强化了小集团思

维。 小布什政府在未充分掌握情报、未充分了解阿富汗国情的前提下做出了战争决

策，酿成了小布什原本不希望看到的“重复性”。⑤

同时，小集团思维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美国在阿富汗战略目标的模糊性、复杂性乃

至变动性，为后续困境埋下了重大隐患。 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等将阿富汗战争视为先

发制人式的回应以及通向伊拉克战争的“必经之路”。 熟悉苏联事务的赖斯将阿富汗

战争视为美国强化与中亚联系、将“危机之弧”转化为“机会之弧”的良机。 小布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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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希望让这场战争不同于海湾战争，更强调在西方式人权、价值观乃至国家建设基础

上的所谓“正当性”，甚至将改变阿富汗妇女命运等也列入核心任务。①

（二）奥巴马政府增兵并同步公布撤军计划决策

２００９ 年，面对塔利班死灰复燃、阿富汗政府低效及经济恢复缓慢等困境，新上台

的奥巴马政府曾被期待纠错。② 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起，奥巴马政府专门召开了数次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③ 奥巴马提出关键问题：“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是什么？”④但是

其外交安全团队在该问题上却南辕北辙：军方要求增兵、打击塔利班，展开反暴乱平叛

（ＣＯＩＮ 行动）；时任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Ｒｏｂｅｒｔ Ｇａｔｅｓ）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Ｒｏｄｈａｍ Ｃｌｉｎｔｏｎ）同意为反恐而增兵；时任副总统拜登以及执政团队则反对增

兵。 经过激烈争论，奥巴马政府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决定增兵 ３．３ 万，并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开始撤军。

从总统个人看，奥巴马对阿富汗事务有初步了解，但仍具复杂性。 第一，奥巴马将

阿富汗战争视为“必要的而非选择性的”，他“不一味反战，只反对愚蠢战争”。⑤ ２００８

年７ 月，奥巴马首访阿富汗。 此行强化了他支持国家建设的决心，也令其认识到塔

利班若重新掌权，阿富汗将再次成为恐怖主义攻击美国及其盟国的根据地。 所谓

“必要”体现为持续反恐和从价值观出发的国家建设，且前者最为根本。 在后续竞

选中，奥巴马又提出，一旦开始从伊拉克撤军，就向阿富汗增派两个旅，纠正前政府

投入不足的错误。⑥ 但奥巴马不支持 ＣＯＩＮ 行动，认为美军只需遏制而非彻底击败塔

利班。⑦

第二，奥巴马对卡尔扎伊政府不满，支持重估阿富汗战略。 奥巴马已关注到卡尔

扎伊政府的问题，认为仅凭美国支持阿富汗前景难如所愿：美军夺回塔利班盘踞地区

并交给阿富汗政府，但因后者的治理失败而前功尽弃；美国所资助的发展计划往往以

失败收场、付诸东流。 鉴于此，奥巴马要求制定明确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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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奥巴马在决策中亲力亲为、力求妥协。 奥巴马希望对重大决策实现个人

化的严控。 他经常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例会，并取代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詹

姆斯·琼斯（Ｊａｍｅｓ Ｌ． Ｊｏｎｅｓ）主持会议。① 这种做法导致国家安全委员会失去了协调

作用，成为分歧与争论的一方。 同时，奥巴马“要团结房间里所有人，确保步调一

致”。② 追求妥协的强烈意愿令其必须独自面对激烈冲突，尽可能做出让各方都满意

的决策。

从总统决定的团队构成看，“对手团队”内部互不认同，趋同立场成员之间也有动

机差异。 第一，支持增兵方有不同考量，在具体方案上存在分歧。 军方基本支持 ＣＯＩＮ

行动，反对仅以反恐为有限目标。 在首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时任参谋长联席会

议主席迈克尔·马伦（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ｕｌｌｅｎ）、中央司令部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Ｄａｖｉｄ

Ｐｅｔｒａｅｕｓ）强烈要求迅速增兵 ３ 万人，以应对塔利班的春季攻势，确保阿富汗大选顺利

进行。 盖茨虽支持增兵，但也支持限定目标，只是未必仅限反恐。 正是因为能回应军

方且在限定目标上态度宽松，盖茨才能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初提出增兵 ３ 万人并寻求盟友

增兵 ５０００—７０００ 人的折中方案。③ 希拉里的立场存在两面性：一方面认为不能放弃

阿富汗，增兵并配合外交努力有助于阿富汗政府渡过难关；④另一方面表示军事投入

无法确保胜利，但若不做则必定失败。⑤

第二，拜登与执政团队反对增兵的动机不同，前者有意联合后者。 拜登在国会生涯

初期曾坚决要求结束越南战争，这导致其担忧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阿富汗。 ２００８ 年大选

后的候任期间，拜登再访阿富汗后向奥巴马报告，“没有‘基地’组织，我们就不该在那

儿”。⑥ 拜登认为，增兵毫无胜算，在毫无基础设施或治理的地方搞国家建设必定失

败；⑦美国不可能打败塔利班，根本目标应为反恐和打击“基地”组织；ＣＯＩＮ 行动将传

达出美国仍要进行国家建设的错误信号。⑧ 与拜登不同，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

伊曼纽尔（Ｒａｈｍ Ｅｍａｎｕｅｌ）等执政团队核心成员都曾是奥巴马竞选时的关键幕僚，其

主要诉求是确保总统的支持度与执政前景。 当时民调显示，共和党支持增兵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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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民主党仅有 ４９％，执政团队自然反对增兵。① 由于副总统不具备国务院或国防

部等机构提供的权力基础，拜登倾向于联合与其有共识的执政团队。② 值得注意的是，
在军方施压及后期舆论压力将决策方向转为增兵时，拜登也提出了增兵 ２ 万人并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前可再增兵 １ 万人的妥协方案，但一定要同步明确撤军时间表，这也构成了奥巴

马政府决策的基本思路。③

从包括总统在内的团队互动看，面对由竞选班底、政治对手和军方等组成的复杂

决策群体，奥巴马尽量维持平衡。 第一，奥巴马面对极大压力，但仍尽量维持军方信

任。 他认为，“军方为达目的，对资源的要求不断扩增……军方领导层请求增兵或许

是自然反应”。④ 而留任盖茨除了展现对反恐战争的重视，也意在增加军方及情报系

统的信任。 但是，奥巴马至少在表面上的宽容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华盛顿邮报》刊出了采访时任驻阿富汗美军联军总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Ｓｔａｎ⁃
ｌｅｙ ＭｃＣｈｒｙｓｔａｌ）的报道，透露了政府内部增兵与否的争论，抛出了“不增兵就失败”等论

调。⑤ 此次信息外泄引发的舆论压力成为整个决策过程的转折点，最终方案基本满足

了军方诉求。 可见，缺乏军事经验的奥巴马在关键对外事务上几乎不可能违背军方

建议。
第二，奥巴马受到盖茨、希拉里等建制派的塑造。 相较于资历较浅的奥巴马，建制

派传统精英将盖茨与希拉里的“增兵联盟”视为稳定外交航向的关键。⑥ 事实证明，新
当选总统并未为推翻来自其对外决策核心部门的建议做好准备。 相较而言，希拉里的

“对手”角色更为微妙：她曾公开表示这是奥巴马自己而非“我们共同”的两难。 正是

因为这种貌合神离，希拉里的立场对奥巴马政府的“团结度”才更为重要。
第三，奥巴马愿意倾听拜登及执政团队成员的建言。 奥巴马认为拜登在对外决策

中的最大影响就体现在阿富汗问题上。 在决策过程中，两人多次单独讨论，努力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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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与实现方式。① 有观察认为，奥巴马喜欢拜登这种老派人物的直

觉，对其有对待长辈般的尊重感。② 在决策最后阶段，面对奥巴马更为倾向妥协而接

受增兵的现实，拜登曾提交了一份 ２０ 页的备忘录，强调必须对增兵做出明确限制并同

步确定撤军时间表，这些与最终决策方向完全一致。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奥巴马不仅

只有一个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除拜登外，还有伊曼纽尔以及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副助理汤姆·多尼伦（Ｔｏｍ Ｄｏｎｉｌｏｎ）、总统国土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布伦南（Ｊｏｈｎ

Ｂｒｅｎｎａｎ）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丹尼斯·麦克多诺（Ｄｅｎｉｓ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等。④

这也说明奥巴马对其执政团队的依赖。

上述过程是总统不断在军方与行政部门、传统精英和自身核心团队、安全诉求与

政治考量、美国不同目标等多维度之间寻求平衡与妥协的多元思维过程。 一方面，奥

巴马虽然认为阿富汗战争“必要”，但从一开始就强调要明确美国的目标，并未迅速接

受军方的增兵建议，在后期面对舆论压力时才转而与军方妥协；另一方面，奥巴马的决

策过程受到拜登以及执政团队的塑造而颇为慎重。

奥巴马虽然并非毫无履历，但经验仍相对有限。 这也决定了其希望更多地听取团

队意见，在决策中更多地扮演平衡者角色。 在群体构成及其互动方面，奥巴马团队广

泛包括“忠诚者”“全明星”及“留任者”，构成了明显不具备高忠诚度的“对手团队”。

这与奥巴马的成长经历、从政生涯乃至族裔身份密切相关，体现了其个人追求多元、团

结与平衡的理念，是其上台之初平衡不同政治势力的务实选择，也颇有重现林肯政府

当年“对手内阁”的意味。 但从决策过程看，“对手团队”明显导致诸多问题。 一方面，

虽然决策过程最终被整合为分别以盖茨和拜登为代表的两种立场之间的妥协，但参与

各方仍存在不同动机：军方从自身安全、资源乃至声誉出发，希拉里更多地考虑政治前

景，拜登坚持长期信念，执政团队成员则更看重总统支持度。 碎片化的动机增大了多

元思维的妥协难度。 另一方面，“对手团队”中不但存在奥巴马、希拉里等的党内竞

争，还有类似于拜登与盖茨的“政敌”对抗。⑤ 可以说，“对手团队”内部的互不认同极

大程度上拖累了决策进程。 此外，在决策过程中，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方诉求外泄并形

成舆论压力的事实构成了多元思维的典型表征、加速了妥协。 最终，盖茨和拜登各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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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兵规模和任务规划上的妥协，共同促成了奥巴马政府为撤军而先增兵的次优决策。
当然，多元思维的次优决策无法实现美国所需的战略调整，反而客观上延续了美

国在阿富汗的困境。 在激烈冲突的“对手团队”中，总统的紧要任务不仅是决策，还有

尽量维持团队团结与稳定这一被认为“同样重要”的新任务。 如此“舍本逐末”“反客

为主”无疑加剧了目标的复杂性与无序性，决定了其决策结果不可能超越既有争议框

架、难以推动重大调整。 从后续情况看，撤军计划招致共和党的抨击、成为军方与行政

部门之间分歧与矛盾持续升级的导火索，也令盟友对美国的战略意愿产生深度怀疑。
在明确的撤军时间表下，美军仅集中在阿富汗大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的军事基地，极
少涉足塔利班活动的山区和农村地区，无法改善阿富汗国内局面，向阿富汗政府及塔

利班都传达出要为美国撤军做准备的信号。① 即便奥巴马政府已开始试图明确目标，
但其决策却并未指明方向，导致美国无法以增兵实现包括反恐在内的任何目标。②

（三）特朗普政府增兵决策

２０１１ 年之后，驻阿富汗美军的规模持续下降。 与此同时，阿富汗安全形势并无好

转，国家建设远未实现。 阿富汗政府继续控制大部分地区，塔利班也在扩大势力范围，
双方在占阿富汗领土面积近 １ ／ ３ 的地区展开拉锯。 此外，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境内已出

现 ２０ 多个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等暗流涌动、逆势重组，对美国的反恐目标构成

了极大挑战。③

面对严峻局势，特朗普在 ２０１７ 年上台之初就很不情愿地放宽权限、默许军方增兵

３９００ 人，但时任国防部部长詹姆斯·马蒂斯（Ｊａｍｅｓ Ｍａｔｔｉｓ）等还是希望总统推出新战

略并正式授权增兵，进而引发了特朗普政府的增兵决策过程。④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国
安会召开新政府首次阿富汗事务会议，随后又有多次各级别会议。 特朗普参与了部分

会议，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做出决策。⑤ 在决策过程中，马蒂斯与当时的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麦克马斯特（Ｈｅｒｂｅｒｔ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ＭｃＭａｓｔｅｒ）、白宫办公厅主任赖因

斯·普里伯斯（Ｒｅｉｎｃｅ Ｐｒｉｅｂｕｓ）、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Ｒｅｘ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副总统迈

克·彭斯（Ｍｉｋｅ Ｐｅｎｃｅ）等支持增兵，当时的美国总统首席战略专家和高级顾问史蒂

夫·班农（Ｓｔｅｖｅ Ｂａｎｎｏｎ）等反对增兵，并提议动用中央情报局特种部队或直接雇用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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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军事承包商等替代方案实现反恐目标。① 虽然存在方案分歧，但特朗普外交安全团

队基本上接受了在阿富汗的有限反恐目标，即确保阿富汗不再成为威胁美国的恐怖主

义组织策源地，但不谋求彻底击败塔利班。 最终，特朗普勉强接受麦克马斯特的“Ｒ４＋Ｓ”

计划：即强化（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军力、装备与培训；整合（ ｒｅａｌｉｇｎ）资源用于阿富汗政府控制地

区；协调（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阿富汗政府与各派力量合作；区域化（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ｅ）印巴等国力量；

维持（ｓｕｓｔａｉｎ）阿富汗总体局势。②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１ 日，特朗普宣布了包括增兵 ４０００ 人

在内的新战略，并强调将最终撤军。③

从总统个人层面看，特朗普虽然对阿富汗战争持负面立场，但不具备相关经验因

而容易被塑造。 一方面，作为公众人物的特朗普是阿富汗战争的坚定批评者，曾多次

指责美国根本不清楚自身的任务与目标，呼吁尽快撤军。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表示，

美国在阿富汗充当“顾问”是失败的，应采取投入有限但足够的军力以及更广泛的空

中打击来实现反恐目标。④

另一方面，与奥巴马等不同，“圈外人”特朗普只是基于商业思维认为美国在阿富

汗一无所获，并从反建制派角度出发抨击建制派。 在班农建议下，特朗普曾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专门与曾在阿富汗服役的四位美军士兵共进午餐，结果是强化了其撤军决

心。⑤ 特朗普也曾多次询问马蒂斯、麦克马斯特等人：美国到底在阿富汗干什么？ 又

从阿富汗得到了什么？ 特朗普甚至还提出要求阿富汗以矿产资源换取美国支持。⑥

随后，马蒂斯、麦克马斯特以及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Ｌｉｎｄｓｅｙ Ｇｒａｈａｍ）

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提醒特朗普：如不增兵，在阿富汗持续抬头的恐怖主义组

织完全可能在美国重演“９·１１”事件，而特朗普将为此负全责。 这显然对关心成本与

收益的特朗普造成了空前压力。⑦ 他开始举棋不定，甚至曾向保镖等多位白宫人员询

问看法，后者回答说应听取麦克马斯特的专业意见。⑧ 由此可见，巨大的潜在风险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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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了特朗普，促使其被动且暂时接受了增兵建议。 如此前后不一的大幅度摇摆也反映

出特朗普不按照常理出牌、变化多端且趋利避害的“交易性人格”。①

从总统决定的团队构成看，阿富汗增兵分歧只是特朗普政府内部建制派与反建制

派之间激烈冲突的表现之一。 作为反建制派的特朗普所组建的政府团队内部建制派

与反建制派都占相当比重，内部冲突激烈。 在阿富汗政策上，作为建制派的马蒂斯、麦

克马斯特等人支持增兵且极不认同班农，更倾向于通过游说总统“推销”增兵方案。

反建制派代表班农反对增兵的立场除从国内政治出发以维护特朗普的政治理念与竞

选承诺外，还希望阿富汗战争最终成为建制派彻底失败与无能的代名词。② 在参与

“推销”竞争的同时，反建制派还通过媒体制造舆论等手段攻击建制派。③

从包括总统在内的团队互动看，决策过程是分歧双方向总统“推销”与“施压”的

过程。 一方面，建制派的增兵计划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就已确定。 在马蒂斯的支持下，麦克

马斯特协调立场，提出了增兵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人、聚焦反恐的方案。④ 关键问题是如何与

特朗普撤军立场同步：既不能挑战总统的撤军表态，又要实现增兵目标，这就需要一个

新概念来“推销”。 因而，麦克马斯特在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底才包装出“Ｒ４＋Ｓ”计划。 但该计

划并不足以平息特朗普的愤怒，反而是多位建制派的劝告与施压最终发挥了作用。 除

了警告“９·１１”事件重演的风险，马蒂斯还向特朗普强调“最快的撤军即认输”，即警

告撤军就意味着美国彻底在阿富汗认输。⑤ 此外，当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

奥（Ｍｉｋｅ Ｐｏｍｐｅｏ）也从情报角度让特朗普意识到撤军或将引发新的恐怖袭击风险。⑥

另一方面，班农等反建制派也通过各种方式塑造总统。 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的最

后一次决策会议上，班农希望蓬佩奥强调中央情报局可以发挥替代作用，但后者出于

个人政治前途与机构利益考量而推诿，直接促使建制派的增兵计划成为“不认输”的

唯一选择。⑦ 其后，随着班农辞职，建制派在阿富汗政策上也暂时巩固了主导地位。

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冲突与塑造直接导致了原可快速完成的决策耗费超过五个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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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麦克马斯特的说法，塔利班等在这段时间内已对阿富汗政府军队发动了百余起袭

击。① 值得注意的是，暂时成功的建制派与特朗普之间并未构建起任何信任与认同，

反而完全是一场“大交易”。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军人不懂商业、不懂开销多大，就知

道如何当兵打仗；马蒂斯早该辞职，麦克马斯特根本不知所云。②

这一建制派塑造特朗普等反建制派的群体互动过程无法被归纳为典型的小集团

思维或多元思维。 只是建制派内部因为同构性与一致性而具有小集团思维的某些成

分，而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间的竞争也含有一些多元思维色彩。
特朗普缺乏经验，其团队也经验有限，因而团队对总统的塑造力较弱且短暂。 在

群体构成及其互动方面，特朗普团队主要由被其认为的“忠诚者”和“贤能”组成。 从

竞选期间两次更换团队的情况看，由于特朗普的个性与反建制派倾向，其与竞选团队

转化的执政团队所谓“忠诚者”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信任与忠诚，反而是为实现某些

政治目标或特定利益而相互借力、各取所需的“合伙”或“共谋”。 在执政期间，特朗普

与其选择的多数“贤能”人士也没有建立起密切关系。 尽管特朗普因个人好恶而任用

军人和商人，但他与军人马蒂斯、麦克马斯特以及商人蒂勒森却毫无个人交往、缺乏共

识，甚至陷入严重的不认同。 总统与其团队成员的这种关系更像是“合伙人关系”：总
统邀请其认为可以胜任的人选“入伙”，被选中的团队成员为了实现某些个人价值或

特定利益而“入伙”，成员从自身的认知与利益出发向总统建议或施压，迫使总统做出

决策。 基于这种关系，特朗普团队更像是一个“合伙人团队”。

“合伙人团队”反映的是“合伙人”各自的利益诉求，虽然这可以暂时改变总统立场，
但却无法形成长期延续的政策议程，反而酿成了美国在阿富汗政策上的“朝令夕改”。

不过，建制派的塑造也让特朗普意识到不能“一走了之”。 为反恐和保全形象，特朗普政

府转而绕开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展开谈判。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签

订协议，宣布在塔利班履行承诺的情况下美国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 日前完成撤军。③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组合接近总统经验相对缺乏、群体总体忠诚度

低且群体经验也相对有限的非常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立场犹疑的总统显然既不是

平衡者，也没有始终坚持某一立场，这种摇摆状态导致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决策与结果

属于极其特殊的非典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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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登政府限时全面撤军决策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曾坚决反对增兵的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际，驻阿富汗美军还

有约 ３５００ 人。① 此时，阿富汗局势剧烈变化：塔利班控制了近 ２０％的地区，阿富汗政

府控制范围仅略高于 ３０％，约 ５０％的地区陷入拉锯状态。②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３ 日，就位两周的拜登政府开始讨论阿富汗事务。 虽然立场明确，但

拜登还是要求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Ｊａｋｅ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协调组织全面且

完整的评估。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美国政府共召开了 ２５ 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以及主要官员会议。③ 其间，３ 月 ２１ 日国防部部长劳埃德·奥斯汀（Ｌｌｏｙｄ Ａｕｓｔｉｎ）突

访阿富汗；３ 月 ２３—２４ 日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Ａｎｔｏｎｙ Ｂｌｉｎｋｅｎ）前往布鲁塞尔与北

约盟友沟通。④ 最终，拜登仅调整了撤军时间表，总体上仍坚持了限时全面撤军，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宣布 ５ 月 １ 日开始撤军，并在 ９ 月 １１ 日前完成。⑤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８

日，拜登宣布将完成时间提前到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此时，塔利班仅控制 ９０ 个县

（２２．５％），而一个多月之后的 ８ 月 １６ 日塔利班已攻占喀布尔以及 ３９１ 个县（９８．２％）。⑥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拜登宣布完成撤军并宣告阿富汗战争结束。

从总统个人看，拜登对阿富汗事务亲历颇多，已形成难以改变的立场。 第一，拜登

对阿富汗事务的亲身经验与认知超过了前三任总统。 在担任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

员会领袖时，拜登就曾多次访问阿富汗，最初的访问令其对维持阿富汗的安全与国家

建设抱有期待。 但在随后几次访问中，面对阿富汗政府的不佳表现及各种传闻，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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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尔扎伊政府心生不满。① 拜登认为阿富汗政府腐败，美军不值得为其牺牲。②

２００９ 年提交给总统的备忘录集中体现了拜登的主要观点：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不符合

美国国家利益，美国的目标就是反恐、打击“基地”组织；没必要以击败塔利班为目标，塔

利班曾经是、现在也是阿富汗普什图社会的一部分，其大部分可融入阿富汗社会；就算不

增兵，塔利班也没有能力彻底推翻阿富汗政府，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基地”组织极不

可能重返阿富汗，就算塔利班获得政治优势，也不会邀请“基地”组织回归。③ 可见，拜登

对阿富汗事务有一定观察，但仍旧高估了美国及其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低估了塔利班。

第二，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以往参与阿富汗战争决策的经验以及高龄等原因导致

拜登在全面撤军并结束阿富汗战争问题上极其坚决。 如前文所述，拜登对阿富汗战争

的反对源自其当年对越南战争的反对。 同时，拜登任副总统期间未能推动结束阿富汗

战争决策的遗憾也强化了“补救”动机，反映出其个性中执着不弃、意志坚定的一面。④

此外，作为目前美国最高龄的在任总统，拜登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果断性乃至坚定

性，在处理问题时容易简单化，⑤但为对抗躯体衰退所带来的焦虑也更易使其执意追

求自我实现最大化，⑥甚至接受冒险选项。⑦ 按照拜登的说法：“前任总统都想撤军，但

最容易的决策却是保持一定军力，我不想成为做容易决策的总统。”⑧

从总统决定的团队构成看，主要成员基本上对其协调配合。 拜登的外交安全团队

多数皆为熟悉且信任的面孔。 布林肯、白宫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因（Ｒｏｎ Ｋｌａｉｎ）以

及沙利文等都是拜登此前的长期顾问与助手，很清楚拜登的坚决立场。 同时，他们大

多曾经历过奥巴马政府 ２００９ 年的决策过程及其不理想的后果，因而倾向于统一意见、

配合撤军。 即便是军人出身的国防部部长奥斯汀也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与拜登相熟，清

楚后者的想法。⑨ 与此同时，军方也表现出配合姿态。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

利（Ｍａｒｋ Ｍｉｌｌｅｙ）曾在内部会议上指出，他亲历了当年军方强压奥巴马总统做出增兵

决策全过程后得出两个经验：一是不要强压总统决策，要给他空间；二是面对面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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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正当渠道提出建议，不要诉诸媒体。 这种态度极大降低了拜登团队与军方发生冲

突的可能。 此外，执政团队成员从部门利益出发推进撤军进程。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开始撤

军后，奥斯汀、米利等人为确保美军等人员的安全，决定加速撤军步伐。 奥斯汀在撤军

期间极度担心发生新的恐怖袭击，从而也有更强的主观动机加紧撤军。①

从包括总统在内的团队互动看，虽有某些微调，但拜登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虽

然团队成员熟悉总统立场，但拜登还是要求评估，旨在尽可能让团队成员彻底服从总

统立场。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下旬，布林肯提出延长撤军时间以推进政治和解的建议，奥斯汀

则拿出了相对慢一些的多步骤撤军方案。② 此外，按照米利等军方人士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时的回忆，他们也曾向拜登建议在阿富汗保留 ２５００

人的军力。③ 这些建议虽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拜登全面彻底撤军的立场，但也推动了

撤军时间的适度延后与调整。 因而，沙利文在评估尾声时总结：评估的核心不是美军

的去留而是增兵或撤军；由于总统反对增兵，其结果不言自明。④

正是因为总统立场被彻底贯彻，拜登本人对自身和阿富汗政府的高估以及对塔利

班的低估也就构成了决策的重大缺陷。 在决策过程中，拜登和沙利文也提出过撤军后

最佳和最差情境的问题。 美国情报部门当时认为，最佳情境即政治和解，塔利班可能

控制更多地区，阿富汗政府控制范围相应缩小。 奥斯汀、米利等阐释了最差情境：阿富

汗爆发内战、喀布尔等城市最终被塔利班占领、阿富汗政府在数月乃至数年后倒台、至

少 ５０ 万难民涌向他国、被削弱的“基地”组织再次集结并逐渐形成攻击美国及盟友的

能力、阿富汗人失去“人权”以及整个区域陷入动荡。⑤ 对此，拜登要求美军发展“超视

距（ｏｖｅｒ⁃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能力，从邻国监视“基地”组织等的动向，并在必要时予以打击。⑥

换言之，拜登坚持认为，即便撤出，美国仍有能力应对最差情境。 但关键问题在于，军

方提出的塔利班将在“数月乃至数年后”才能推翻阿富汗政府的错估与拜登对塔利班

的低估如出一辙，这也直接导致了美国随后的措手不及。

上述过程相对简单，属于典型的小集团思维。 拜登长期坚持撤军的执念构成了缺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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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ｏｂ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ｓｔａ， Ｐｅｒｉｌ， ｐｐ．３８６－３８７．
Ｂｏｂ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ｓｔａ， Ｐｅｒｉｌ， ｐｐ．３７６－３７７， ｐ．３８２； Ｈｅｌｅｎｅ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ｎｄ Ｅｒｉｃ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ｈｉｅｆ Ｓａｙｓ Ｈｅ Ａｄｖｉｓ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ｔａｙ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２１．
Ａａｒｏｎ Ｂｌａｋｅ， “４ Ｔａｋｅａｗ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ｒｋ Ｍｉｌｌｅｙ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２１．
Ｂｏｂ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ｓｔａ， Ｐｅｒｉｌ， ｐｐ．３３９－３４０．
Ｂｏｂ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ｓｔａ， Ｐｅｒｉｌ， ｐｐ．３７７－３７８．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ｄ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Ｗａｒ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ｒｏｏｍ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３１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ｉｄｅｎ－ｏｎ－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ｗａｒ－
ｉｎ－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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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领导；团队成员也由于与拜登密切联系及重叠经历而构成了明显的同构性；面对前任

政府留下的２０２１ 年５ 月１ 日前完成撤军承诺的刺激，拜登政府的决策也须在有限时间内完

成。 正是因为这些典型要素，拜登政府的撤军决策呈现出明显高估自身能力、思维相对封闭

固化甚至是群体成员根据总统立场来自我修正等小集团思维的经典表征。 进而，决策所基于

的信息情报与分析并不充分准确，决策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拜登个人的固化偏见。

拜登在经验上对其团队成员形成了空前“碾压”，这促使其极少依赖团队，从而主导

了决策过程。 在群体构成及其互动方面，拜登团队主要也是“忠诚者”和“贤能”两类人

员。 但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基本上享受着这两类人的高忠诚度：前者是拜登长期从

政的助手与顾问，与其维持了密切的个人联系，对其立场呈现出明显的配合与跟随；后者虽

然与拜登未必有密切的个人联系，但也是拜登相对了解与认可的专业人士，能够对总统表

现出足够的尊重、效忠与服从。 由此可见，拜登在其熟悉的外交安全领域基本上任用了可

以有效执行至少不会违背其立场的人选，形成了一种“助手团队”的非制度化互动。 拜登的

“助手团队”最大限度地铸定了总统主导地位，但也同步放大了其执念所可能导致的风险。

五　 结论

在四任总统的阿富汗战争决策过程中，小集团思维和多元思维等典型思维模型以

及非典型模型都有呈现，其背后是总统角色与群体互动的不同组合。 如表 ２ 所述，总

统在对外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但体现为其个人经验等因素左右决策，也

体现为其决定的群体构成及其所参与的群体互动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可以说，人事即

决策。 在总统依照个人风格与政治需求做出相关议题的人事安排时，也就在很大程度

上设定了该议题未来决策的生态与走向。

表 ２　 四任总统首次阿富汗战争决策的总统角色—群体互动分析

总统
总统个人

经验

群体

总体忠诚度 总体经验
群体互动 思维模型

非制度化
互动

小布什 缺乏 高 丰富
总统形式上主导并偏向某一
立场 ／群体内部趋于一致

变相的小集
团思维

“导师团队”

奥巴马 有限 低 丰富 总统平衡 ／群体内部妥协 多元思维 “对手团队”

特朗普 缺乏 低 相对丰富 总统犹疑 ／群体内部无序竞争 非典型思维 “合伙人团队”

拜登　 丰富 高 相对缺乏 总统主导 ／群体内部一致 小集团思维 “助手团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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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看到，阿富汗战争持续成为美国对外事务重点与困点的 ２０ 年，恰恰也是美国

总统政治变化较大的时段。 一方面，总统权力再度进入快速上升轨道。 “９·１１”事件

背景下的反恐议程推高总统权力，而随后在竞选与动员等环节中被普遍使用的社交媒

体等新手段又强化了总统权力。 另一方面，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品质并未相应提高，甚

至不乏下滑态势。 党争极化与“部落化”、民粹主义抬头以及社交媒体的刺激，共同催

生了两党各自极端立场候选人的崛起。 两党政治生态的变化导致在综合指标上相对

平衡的人选比以往更难获得提名。 总统权力扩大，但出任总统的候选人却越发不具备

足以匹配的品质，其结果之一即对外决策中的更多问题。 多元思维中寻求次优或次差

的妥协，或小集团思维中坚持错估后果的执念，在椭圆办公室里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增

大。 就这样，总统制也成为联通美国国内政治与对外战略的纽带，国内政治的困境正

在不断外溢到对外政策领域。

最后要强调的是，上述关于主要决策过程、总统角色以及群体互动的基本资料

与信息只能来自直接决策参与者公开出版的传记与回忆录，或者为数有限的调查记

者所撰写的纪实报道与著作。 即便这些资料与信息可以相互印证，但必然还是存在

极大的主观性。 当然，对外政策的研究原本就不可能占据所有相关信息，也难以将

决策的全过程和所有参与者的动机都分析清楚。 历史案例研究可以测试群体动力

学理论中的不同思维模型，社会心理学概念和研究方法可以为历史事件的解释提供

信息，但并非历史的全貌。 在有限性客观存在的情况下，这一维度的研究就应该立

足于能够提供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可复制的决策模式，进而更为有效地确定影响决

策过程与决策结果的关键因素。①

（截稿：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编辑：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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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清敏：《探索决策研究的新思路：评〈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大失败的心理学研究〉》，载《美国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４—１３５ 页。


